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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揭示馬華的離散論述不盡然是反本土化的書寫。作者回顧和檢視馬來西亞土
著霸權的源起和發展，以揭示它如何既構成了馬來西亞華人離散的邊界，亦建構

了以黃錦樹為代表的在台馬華離散論述。這套離散論述把馬華的本土化論述排除在
外，並傾向於把本土化與土著特權的原鄉迷思進行理論的連鎖。本文反思馬華本土化
的困境與其正當性，從離散論述探討作為土腔電影的《初戀紅豆冰》的土腔風格和地
方感性認同。此片在初始公映階段不被馬來西亞國家電影發展機構承認為大馬國產電
影，後來導演阿牛在台灣綜藝節目向馬來西亞政府「嗆聲」批評，再經過朝野政黨力
爭後，終於被承認為國產電影，免除繳交娛樂稅。阿牛既紮根大馬本土，亦跨界到台
灣和其他華人世界，借助離散或反離散的位置向馬來西亞政府嗆聲，從而得到承認，
整個事件即是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旅程，說明了離散和本土化在馬華的共存共榮。
《初戀紅豆冰》對華巫關係的描述框架不停留在族群的規範框架，它創造性地轉換
成對中國化論述和父權制度的批判。此片也借助馬華的土腔風格和本土音樂創作，建
構大馬的地方感性認同，讓流動的本土性也能轉化成離散影像中的土腔口音，隨時可
以攜帶出境和入境，造就了離散的去疆界化。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Malaysian Chinese diaspora discourse is not completely 
anti-localization. It retraces and examine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Malaysian 

Bumiputera privileges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at not only does this constitute the 
frontier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diaspora, but also constructs a Taiwan-resident 
Malaysian Chinese diaspora discourse, emblematized by author and critic Ng Kim 
Chew. This diaspora discourse excludes Malaysian Chinese localization discourse, and 
tends to create a theoretical link between localization and the “original homeland” 
myth of Bumiputera privileges.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legitimacy of 
Malaysian Chinese localization, employing Sinophone theory to explore the “accented 
style” and the identity of local sensibility evident in the accented cinema Ice Kacang 
Puppy Love. When first screened, this film was not regarded by state film body FINAS as 
a domestic Malaysian film. Only after director Ah Niu took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to task over this on a Taiwanese arts show did opposition and governing parties unite to 
protest this, eventually winning the film recognition as a domestic production exempt 
from the entertainment tax. Ah Niu is firmly rooted in Malaysian soil, but also steps 
into Taiwan and other Chinese societies. His use of a diaspora or against diaspora 
position to criticize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and gain recognition is a process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illustrating the way in which diaspora and 
localization co-exist and thrive in Malaysian Chinese society. Ice Kacang Puppy Love’s 
descriptive framework for Chinese-Malay relations is not confined to standard ethnic 
templates, but creatively morphs into a criticism of Sinification discourse and the 
patriarchy. It also uses a Malaysian Chinese “accented style” and local music composition 
to create an identity of local sensibility, enabling fluid local-ness to transform into a local 
accent within a diaspora film: it can be brought across frontiers at will, resulting in the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 diaspora.

關鍵詞：離散華人、本土化、反離散、《初戀紅豆冰》、土腔電影、土腔風格、去疆界化

Keywords: Diasporic Chinese, Localization, Against diaspora, Ice Kacang Puppy Love, Accented 
cinema, Accented style, Deterrito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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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散的概念不是神奇的子彈，它無法把所有的敵
人殺光。(Cohen 2008: 11)

最近有一部叫《初戀紅豆冰》的馬來西亞電影，幾
乎所有離散在外的馬來西亞歌星，都回去拍這部阿
牛執導的華語片。（張錦忠、李永成 2013：168）

一、離散華人、反本土化與反離散

以離散論述來定位馬華文學與文化，從文學到電影文化，乃當代馬華

文學與文化的主潮。黃錦樹把馬華文學視為「離散現代性的華文少數文學」

(2004: 282-293)。黃錦樹的離散論述是立基於他反本土化的鮮明立場，他屢

次在大馬報章警告馬華作家不應太過強調本土化，否則要付出很大代價：

「就大馬的現實而言，大馬華文文學沒有立場談本土，那是華裔馬來文學

的特權。大馬政治現實下的本土蘊含了對華文的否定」(2007: 134)。這項

警告也意味著馬華文學本土化的唯一生產條件，只有在大馬族群政治生態

往華族和華文有利的方向轉變的時候，方能成立。其實馬華文學與文化的

本土化是在1950-1960年代全國族群政治生態對華族和華文最不利的時期蓬

勃起來的。1980年代末期黃錦樹從大馬離散到台灣，台灣不但已成了他論

述離散馬華的重要場域，亦成為華語語系作家的文學第一世界和出版重鎮

(Groppe 2013: 286)。這些離散論述也回流到大馬，主導了本土馬華青年才

俊的眼界，以致人們現在排斥或避談「本土化」，把離散視為「大馬華人

的新集體認同」（謝珮瑤  2011：93）。換言之，本來僅作為離散經驗的馬

華歷史，已被離散論述建構為屬於馬華全體的「離散認同」，這顯示了史

書美所批判的離散作為一種價值已主導了當代的馬華論述(Shih 2011: 713)。

21世紀至今馬華的離散論述已壓倒過去召喚本土化的馬華反離散論述，離

散作為一種價值已構成了當今馬華文學與文化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來自大馬的著名人類學家陳志明認為廣義的「離散華人」 ( C h i n e s e 

d i a s p o r a)是指稱所有在中國以外的華人，而其狹義只指這些還與中國有著

千絲萬縷的關係而且還認同中國的新移民，但他同意牛津大學社會學家羅

賓．科恩(R o b i n C o h e n)的意見，不能將所有的移民和他們的後代描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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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spora，那些為了到其他國家落地生根的移民不應被列為diaspora（陳志明 

2011：7）。這點跟史書美反離散的立場是一致的。科恩在其研究《全球離

散：一個導論》(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2008)的經典著作裡就謹

慎地表示不能把所有已經在美國落地生根的墨西哥人、德國人、古巴人以

及其他在歐洲落地生根的族群以「離散」命名之，除非有群體顯示出離散

族群的普遍特質(Cohen 2008: 186)。他直言不是每個自稱離散的人都是離散

者，社會結構、歷史經驗、觀念意識和其他社會成員的看法，都會影響我

們是否將特定群體歸類為離散群體的合法性（陳志明 2011：15－6）。

王賡武就質疑「離散」一詞「是否會被用於復活單一的華人群體的思

想，而令人記起舊的華僑一詞？這是否是那些贊同這個用詞的華人所蓄謀

的？」(Wang 2004：158)。他更擔心此概念「是否會再次鼓勵中國政府遵

循早期所有海外華僑華人乃是華僑—僑居者的觀念思路」，確認單一的離

散華人的思想(ibid.: 166)？王賡武也擔憂「離散華人」一詞讓人輕易聯想到

那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富商，容易讓人誤解散居全球的華人都是一群

擁有一定財富地位的商人，並且幕後有中國政府的計劃指使，以便建立龐

大的商業網絡。但是王賡武指出過去兩百年來數百萬華人離開中國，當中

大部分都是窮人，不是商人；他們艱難的處境跟當代外籍勞工離開故鄉尋

求光明未來是很相似的，因此王賡武不願意把這種遷陡跟「離散」這個含

有財富色彩的字眼進行連結(Malvezin 2004: 49-51)。

陳志明申明「離散華人」(diasporic Chinese)「不包括那些已經在他國落

地生根而成為本土人民的早期移民和他們的後代」（陳志明　2011：8）。

換言之，這些人在陳志明看來不能被稱為「離散華人」。然而，當張錦忠

把大馬華裔視為「離散華人」時，他取的是上述陳志明廣義定義：「當我

們說『馬來西亞離散華人』時，是指d i a s p o r i c C h i n e s e，表示祖先從中國

離散南洋，而不是說你正在去國離散，或沒有落地生根」（李有成、張錦

忠  2013：174）。張錦忠(2011: 20-21)多次申明馬華文學為離散華人的華

文書寫，因為馬來西亞華人在「名義與本質上難以擺脫其離散歷史、文化

及族裔性，這也是離散華人在馬來西亞的歷史」。因此，他直言「『離散

華人』的後裔，即使不再離散，也還是『離散華人』。」（張錦忠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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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引來大馬留台生的追問：「如果以國家鄉土歸屬感為依歸，對國家土

地還有深刻情感和沒有漂泊離鄉的自覺性的話，已經落地生根了的華裔馬

來西亞人，又怎麼還算是張氏筆下的『離散華人』呢？」（吳詩興  2009）

科恩研究早期中國商人從中國移民到東南亞以及世界各地，指出「離

散華人」是一種偏向於貿易和經商的離散模式，但他涉及的新馬華人的移

民研究在1963年左右戛然而止(Cohen 2008: 84-89)。獨立建國後的大馬華

人是少數族群，顯然不在他的「離散華人」研究視野內。科恩結合薩凡

(William Safran)的研究把離散族群的普遍特質歸納為以下九種：

1. 一般攜帶創傷從原生地離散而抵達兩個或以上的國外區域。

2. 離開原生地出外找尋工作、經商或者實踐殖民的理想。

3. 對原生地保留著集體回憶和集體神話，這包括原生地的所在地、歷

史、苦難和成就。

4. 對真實或想像的祖籍國，和對其集體承諾下的集結、重建、安全感

和繁華以及創立起源進行美化。

5. 返回原生地的活動經常得到集體認可，即使很多離散者僅滿足於間

接聯繫或斷斷續續訪問原生地。

6. 一種強烈的族群意識長期得以持續，其官能基礎是建立在獨特的、

共享的歷史與文化傳播和宗教傳統，以及共同命運的信仰上。

7. 跟居留地的關係產生問題，不被認可或者其他災難可能發生在離散

群體中。

8. 對那些在居留地的同族成員保持一種同情和負責的態度，並漸漸疏

離原生地。

9. 在多元主義的包容下，在居留地產生獨特的創造力和多姿多彩的生

命。(ibid.: 17)

縱觀在台馬華文學與文化各家文本的離散特質，均能多多少少符合

上述一個或超過一個的普遍特質。馬華在台文學作為實質的「離散文學」

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與《初戀紅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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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非議，然而是否上個世紀初以降的馬來西亞本土馬華文學都要一概而

論算在「離散文學」的旗幟下呢？筆者認為離散和反離散的狀態是同時並

存於馬華文學與文化的各種不同時空中，兩者之間的論述需要避免以偏概

全，因為馬華的離散論述不盡然是反本土化的書寫；馬華的反離散論述也

不必然就是對國家仰慕和充滿願景的國族（愛國）主義。本文有意借阿牛

的電影《初戀紅豆冰》(2010)揭示馬華離散論述的意識形態，如何在片中進

行操作，但又被文本內外的本土形式內容所解構，從而讓此片也朝向反離

散的面向敞開，體現了馬華流動的本土性。換言之，離散與反離散的元素

共存於此片的土腔風格(accented style)中，構成土腔電影(accented cinema)在

馬來西亞的複雜張力（詳後）。

從1 9 2 0年代下半旬馬華文壇對「南洋色彩文藝」的爭論到1 9 3 0年代

「馬來亞地方文藝」的提倡，以及二戰後的「馬華文藝獨特性」筆戰，發

展到1 9 5 7年馬來亞獨立前後至1 9 6 3年大馬建國前後蔚然成風的「馬來亞

化」論述，這些都是馬華文藝群體在深在淺有意識地把「本土認同」跟

「中國認同」進行區分的反離散論述，把這些馬華前輩全盤視為「離散華

人」，恐怕會簡化當時新馬這些華人群體的社會結構、歷史經驗和本地意

識的形成和發展。1不可否認，在1950年代或之前來自中國的移民和從新馬

回返中國的歸僑同時並存於南洋的場域中，也構成了「馬華」與「僑民」

兩種身分之間的博弈或流動，這也意味這兩種群體的文藝對馬華本土和中

國的想像和再現不一定是勢不兩立，反而是相互交織和移位，離散與反離

散元素共存於南洋文藝中。冷戰年代的降臨，另外一批從中國經過港台最

終來到新馬發展的「友聯」  知識群體，更是同時擁有離散和反離散的特質

於一身，這些人無疑是國民黨遺民在大陸戰敗後，攜帶創傷從原生地離開

而抵達兩個或以上國外區域的離散群體，莊華興(2016: 7)指出這批民國南來

文人在教育、報界與出版界扮演重要角色，嘗試在海外延續中華文化香火

與道統，同時把民國文學遺風帶到新馬文壇，在文學領域催生了馬華「民

1 有關二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見楊松年(2001)。至於馬來亞華人
的中國認同何時、為何和如何轉換為本土認同的複雜過程，見原不二夫(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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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學。從科恩的論述來看這些群體符合第一至第四項的離散特質，然

而在「美援文化」的支援下，這些群體也在1 9 5 0年代以降的新馬推廣以

「馬來亞化」為主潮的出版文化，大規模出版後來影響深遠的友聯教科書

和青少年刊物《兒童樂園》、《少年樂園》和文藝期刊《學生週報》和

《蕉風》等等，以本土化口號發揮反共意識形態的長遠作用，可謂是反離

散的先鋒之一。他們拒絕再回到共產黨政權統治下的大陸，在馬來亞執政

黨之一的馬華公會的邀請和協助下，逐步壟斷了新馬華文出版市場，快速

地對馬來亞產生國族和本土認同，這顯然並不符合科恩論述下的第五項和

第七項的離散特質。

同樣的，在1950年代很多傾向於支持中國國民黨右派意識形態或無黨

派的馬來亞華文教師、藝術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和其他知識分子，跟大多

數的華商和土生華人一樣，為了擺脫當局的「種族主義」和「共產主義」

的指控，大力響應「馬來亞化」的國族政策。這些既擁抱歐美現代化價值

觀，亦支持「馬來亞化」國族政策的新馬藝術工作者，開展了另外一道有

別於中國左派現代性的「中國性」(Chineseness)景觀。他們不少是第一批在

馬來亞獨立前後率先大力支持「馬來亞化」國族政策的大馬華人群體，在

冷戰年代積極配合當政者的反共政策和國族政策，也與大馬境內主張階級

鬥爭的左翼現實主義華人群體決裂，支持台灣國民黨在美援文化下以「自

由中國」自居的「中國性」。這些群體跟新馬左派群體的主要分歧僅在於

「反共」和「挺共」的政治意識形態區隔。那些先後主張「南洋色彩文

藝」、「馬來亞地方文藝」和「馬華文藝獨特性」的馬華左派群體是新馬

提倡本土化的反離散華人先鋒，然而當他們反帝反殖的本土化訴求長期被

英殖民政府打壓，他們傾向於「挺共」的政治意識形態也在所難免了。很

不幸的，一大批左派群體就被英方逮捕或驅逐出境，成為無國籍的離散華

人或回到中國成為歸僑。換言之，這些馬華左派群體也同時擁有離散和反

離散的特質於一身，簡單地把他們標籤為「愛國主義」或「現實主義」陣

營，無助於我們全盤見識冷戰前后的殘酷政治。2

2 從1920年代提倡南洋色彩文藝的陳煉青(1907-1940)、1930年代提倡馬來亞地方

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與《初戀紅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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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些馬華左派群體的本土化論述被英美帝國主義架空後，英美帝國

主義就通過馬華公會邀請「友聯」知識群體來到新馬本土填補左派群體的

真空，配合英方「馬來亞化」政策，實踐英方可以調控的本土化主張。3這

批在「友聯」知識群體熏陶下成長的馬華新生代，受惠於台灣政府在美援

文化下極具優惠的僑生政策，成為「冷戰（反共）體制的一環」（黃錦樹

　2008：85－86），大規模開始留學台灣，這也是在台馬華文學的離散起

點。1960年代以降大馬排華的種族政治，顯然讓這一大批在「馬來亞化」

意識形態或土著霸權洗禮下的馬華新生代遭受重大挫折至今，這些人部分

在台灣漸漸找到新天地成為留台人，形成大馬建立後離散到台灣的馬華社

群中堅，其中佼佼者就有李有成和張錦忠等人。

根據黃錦樹以「政治認同」的粗分標準，留台人可分為兩路：其一是

自覺地再中國化、接受國民黨反共的中華民族主義，並延伸向政治認同的變

更，其代表為李永平(1947-2017)和溫瑞安；其二是依舊以大馬作為政治認

同的留台人，有回返大馬者，如羅正文等人(ibid.: 89)。被此粗分遺漏的是黃

錦樹身在其中的離散留台人所代表的第三條路。第三條路的政治認同流動於

家國與居留地之間，在「根」(roots)與「路」(routes)之間左右開弓。黃錦樹

強烈批判「中國性」和大馬國族主義之餘，亦激烈否定馬華文學的本土化。

文藝的丘士珍(1905-1993)，到1940年代提倡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周容（金枝芒，
1912－1988）都體現了左派文人同時擁有離散和反離散的特質於一身。三人都
是先後在祖籍地中國出生，下南洋後在居留地提倡本土化的文藝，遭遇各種挫
折後回返中國大陸。陳煉青1921年隨父移居新加坡，1927年主編《叻報》副刊
《椰林》，後提倡其本土化和左傾立場，並自稱「我喜歡向左轉的一切，尤其
是革命時代」（陳煉青　1930：144－145），他1931年抱病回返中國（馬崙
　1984：10）；丘士珍1930年被廈門國民黨通緝，逃亡到南洋後提倡本土化的
馬來亞地方文藝，他於1949年被英殖民政府驅逐出境回到大陸（眉睫　2009：
14）；周容則於1937年與夫人抵達新加坡並随后北上在馬來亞霹靂州的華小任
教（金枝芒　1960：V），1943年加入馬來亞共產黨，1948年6月後參加馬來
亞民族解放軍的抗英武裝鬥爭，1961年執行組織任務回返中國大陸（莊華興　
2012）。

3 當然誠如匿名評審指出，是冷戰氛圍加速促成「馬來亞化」的呼聲，進而促成
華人左右兩派在這理念上的競爭。是故，兩派（馬華左派群體vs.「友聯」知識
群體）對於「馬來亞化」的陳述方法、訴求、策略與手段都不一樣，但皆無法
擺脫政治對文藝的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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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錦樹離散論述的「反本土化」立場上，馬華文學「本土化」的

生產只有可能在大馬族群政治生態往華族和華文有利的方向轉變的時候，

方能夠成立。黃錦樹的離散論述建立在傳統離散概念的種族身分認同框架

上，延燒成他把大馬華文遭遇等同大馬華人命運的戰場。黃錦樹的離散論

述個案符合薩凡歸納的傳統離散者所具備特質的以下幾點：其一、離散於

一個中心而抵達兩個或以上的邊緣或外國區域；其二、保留著集體回憶、

視界和神話；其三、相信居留國也不可能完全接受離散者，自覺受到歧視

與被邊緣化；其四、持續個人與家國之間的種族(ethno)意識共同體的關係

(Safran 1991: 84)。黃錦樹去國日久，亦已入籍台灣，至今依然情繫馬華文

學與文化的發展，其憂族書寫固然令人肅然起敬，然而僅靠種族意識共同

體維繫跟大馬的離散關係，其族群的身分認同比較傾向單一，不免叫人擔

憂。安第(Floya Anthias)認為離散研究把族群作為主要分析框架，讓它難以

探討橫穿於階級、性別和跨族群(transethnic)之間的共盟關係(Anthias 1998: 

557)。而大馬的華巫問題無論是土著特權或國家文學，從來都不是單一族群

的問題。現代離散論述主張的多重身分認同組合的其他維度，例如階級面向

和國家面向都在黃錦樹單一的種族身分認同書寫裡遭到嚴重清算或遮蔽。

無論如何，即使很多大馬華人已不再認同中國，但由於「土著／非土

著」的邊界已銘刻在大馬官方體制的意識形態裡，不可否認成了馬華新生代

離散他鄉的主要原由，也構成不少大馬華人僅滿足於把自身定位在「離散華

人」的廣義理解，而這會不會是從反面合理化和坐實了巫族政客對本土華族

永遠是「外來移民」的指控？
4
李有成深刻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人家

都在排斥你了，說你是寄居者、外來者了，你還在高談離散？那不是不打自

招嗎？不是正中下懷嗎？因此你一定要claiming Malaysia。你不能放棄，你

4 「離散華人」作為描述框架，倘若僅用之於描述大馬華人被邊緣化的困境，這
當然是很貼切的。然而以黃錦樹為代表的馬華離散論述，已把大馬的「離散華
人」論述，從描述框架轉為規範框架，用來規範和質疑馬華的本土化論述，這
是筆者不敢苟同的，因為這種離散規範已主導21世紀本土的馬華文學與文化研
究，導致當下的馬華本土論述一蹶不振，在土著視界裡自動失去了現實的正當
性，合理化了只有土著有資格談本土，馬華難道有必要對自身本土的正當性自
我棄權嗎？

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與《初戀紅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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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你跟土著或土地之子沒有兩樣，你也是土生土長的，你既不是外來者，

更不是寄居者。這裡就是你的國家」（李有成　2013：173）。這提醒大

馬華人不需要放棄「認據大馬」，以抵抗土著霸權的原住民性(indigeneity)

神話。本文有必要回顧和檢視大馬土著霸權的源起和發展，以揭示它既構

成了大馬華人離散的邊界，亦建構了以黃錦樹為代表的馬華離散論述。

二、原住民神話、巫族與土著特權

巫族自認是大馬的原住民，因此對這片土地和國家，在各方面應擁有

比其他族群更優先的權利。換言之，「土著特權」本質上是原住民性的歷

史產物論述。在1969年五一三種族暴亂事件後的將近兩年內，大馬國會被

停止運作(Francis Loh 2002: 24)。這段期間掌控局面的巫統領袖修改國家憲

法和實行新經濟政策，全面在社會各領域實行土著特權政策，並立法禁止

人們，包括國會，討論任何特定的種族敏感議題，如土著特權和伊斯蘭教

等議題。這一切至今都在無限強化土著主義(bumiputera i sm)霸權，合理化

「土著特權」的必要性(Edmund and Jomo 1999: 22-23)。土著主義在這套話

語下被合理化為巫人民族主義精英要確保巫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世世代代不

再被邊緣化的「自我防衛」和「自我提升」。他們長期指控過去至今馬來

半島的財富，主要掌握在華商手中，為了保護巫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再被

邊緣化，巫人有必要在國家憲法上繼續得到保護和優待。

但在國外學者看來，巫人不是馬來半島的原住民，充其量也只能是大

馬的「先住民」，真正的原住民是西馬地區的小黑人和東馬地區的伊班族

和卡達山族（林勇　2008：32）。但是這些真正的原住民，其地位卻被巫

族主導的土著主義所降級，他們長年落後於大馬發展的洪流，並對土著主

義失去信任(Zawawi 2013: 296-307)。土著主義論述遮蔽了巫人祖先在中石

器時代從印度支那半島南遷移居至馬來半島的歷史事實(Husin 1981: 10)。

早在西方殖民者抵達馬來半島之前，這裡已出現一系列的移民活動。大

約公元前2 5 0 0年左右，原始巫人部族取代原住民小黑人，成為此地的主

人；於公元前300年左右，另一支外來的巫人部族驅趕原始巫人部族，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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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此地，這些巫人的後裔和印尼的移民，即成為現代巫人的祖先(Snodgrass 

1980: 14)。而目前在大馬的巫人，很多是從東南亞其他地區，尤其是印尼

的移民後代(Hwang 2003: 22)。

早期的英國殖民者為了得到巫族封建貴族的合作，曾與巫族各邦蘇丹

簽署協定，承認巫族是馬來半島的「原住民」或「土著」，承認並維護巫

族的特權（林勇  2008：51）。因此，大馬憲法銘記的土著特權不過是過去

英殖民政府長期以來親巫族政策的共謀成果。華人學者指出在建國之前，

英殖民政府已經開始忠實地執行親巫族的政策，甚至擴大到只准巫族擁有

土地主權（所謂「馬來保留地」），某些行業的執照也只發給巫族。這就

意味著非巫人在建國前已被剝奪了土地擁有權，並被排斥於若干經濟領域

之外（崔貴強 2007：411）。然而，巫人知識分子反駁此說：

有個盛行神話，說的是巫人被英國人保護。可是巫人處境卻陷入
困境，他們的村莊，其實是整座國家，都抵押予殖民勢力。鄉區
巫人眼看華人店商和印度放債商日益富有，才視他們為本身未來
生存的威脅。多數在城市屬於中、下級的巫人公務員看到華人、
印度人，甚至阿拉伯人大力控制國家經濟，這加劇了他們的不安
全感 ⋯⋯ 巫人不滿的情緒並非指向處於統治地位的殖民勢力，
而是指向華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視他們為剝削者和外來者
(Husin 1981: 15-16)。 

在殖民時代，英殖民政府對華巫印族群採取「分而治之」的管理，

巫人平民主要住在鄉村的馬來保留地從事農業，僅有巫人貴族住在城鎮，

被殖民政府栽培和吸納進官僚機構工作；華族則駐居在礦場、橡膠園或城

鎮；印族則主要聚集在園丘或市鎮。各族群之間的交流僅限於日常生活的

經濟活動。這些經濟活動表面上由華商和印商扮演中介的買辦角色，實質

上很多是被殖民宗主國的資本家所主導和操控。他們壟斷了大型的商業公

司、園丘和礦場，勾結部分的巫人貴族、華商和印商，剝削和掌控鄉村巫

族平民的經濟活動，最終導致巫人平民階級的窮苦生活嚴重被英殖民地的

經濟政策所邊緣化。例如根據石諾卡斯(Donald Snodgrass)的研究，英殖民

政府一直通過各種措施，阻止巫人農民由水稻種植業轉向利潤更豐厚的橡

膠業(Snodgrass 1980: 31)。當時的橡膠業多半是由英國人和華商控制。馬來

亞的主要財富被控制在殖民者和西方人手裡，一些華商扮演中介。可是到

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與《初戀紅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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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巫人平民的民生問題卻被殖民地官員和學者嫁禍於華人，最後華人

普遍成了巫人指控的洩氣對象。

很多巫人知識分子恐怕會贊成史書美的說法，華人移民到東南亞，成

為歐洲殖民勢力最得力的助手之一，這是一種「中間人的定居殖民主義」

(Shih 2010: 478)。即使馬來（西）亞華人是弱勢族群，從過去的「落葉歸

根」到如今的「落地生根」，從來沒有構成馬來（西）亞人口的大多數。

史書美詮釋的華語語系理論強調「原住民性」，因為這在她看來可以藉

「原住民性」批判假借離散主體之名的定居殖民主義(Shih 2011: 714)。然

而這落實到大馬的歷史文化語境下，僅會讓自稱「原住民」的多數族群巫

族繼續以「土著特權」來合理化他們統治和壓迫弱勢族群的目的。

在巫人看來，雖然過去的巫人貴族階層，例如統治者和馬來官員，

也協助殖民政府，並獲取很多利益，然而絕大部分的巫人平民卻是一貧如

洗。他們長期在西方殖民者和華商的雙重殖民下，導致巫族在馬來亞獨立

之際，發現在各領域，尤其是經濟領域，都落後於其他族群。因此在很多

巫人知識分子看來，「土著特權」本質上是「扶弱政策」，這是對那段殖

民歷史時期巫人平民遭受集體剝削的補償。

馬來亞獨立前後，不少華人領袖在原則上也支持這項「扶弱政策」，

因此並沒有大力反對國家憲法上註明的這道土著特權，但卻認為這條土著

特權有必要設定限期，依據負責草擬馬來亞憲法的「李特憲制委員會」在

《李特憲制報告書》初版所建議那樣，必須在施行15年後，立法議會必須

檢討是否要保留、減少或全面取消這道土著特權。可是這道要求和《李特

憲制報告書》初版的這些建議，當年卻遭受在朝在野的巫人領袖的大力反

對，以致最後《李特憲制報告書》被刪改百分之四十，土著特權不設時限

保留在國家憲法中，由馬來元首定期檢討而已，而這最後卻還得到當時在

朝馬華公會和印度國大黨的無條件支持(Heng 1988: 227-237)。

不是所有巫族領袖都認為這道土著特權需要長期在國家憲法中保存，已

故大馬副首相敦依斯邁醫生(Tun Dr Ismail Abdul Rahman, 1915-1973)，當年

全程參與馬來亞各族與英人談判獨立的過程，他在1973年去世後遺留下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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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自傳，就認為土著特權將會沾污巫族的能力，它當初被寫在憲法裡並得

到各族的容忍，因為它僅是一個必要的「暫訂措施」(temporary measure)，

以保障巫族在競爭強烈的現代世界中能倖存下來，當將來越來越多的巫

人子弟得到教育和更具信心，巫族將會取消這道特權 ( O o i  2 0 0 7 :  8 3 )。

大馬國家憲法第1 5 3條文有關土著特權的詮釋，在大馬至今經歷過

三次的發展變化，每一次的變化，那條邊界卻越是被凸顯出來。最初在

1957年馬來亞獨立後，它僅被詮釋為「扶弱政策」(a f f i r m a t i v e a c t i o n)，

主要目的在於減少歷史所   產生的不平等，即土著與非土著之間的經濟鴻溝

(P u t h u c h e a r y 2008: 15)。然而當時政府很少採用憲法第153條下的「扶弱

政策」(K u a 2010: 53)。第一次變化是在1963年，當馬來西亞宣布成立，

土著特權被擴大到砂拉   越和沙巴非巫人的原住民身上，土著和移民之分被

凸現。此條文在沒有公開得到公共協商的前提下，開始被詮釋為馬來西亞

的獨立，非巫人必須同意土著特權，以作為換取公民權的「部分交易」(as 

part of the deal) (Puthucheary 2008: 15)。第二次的變化是在1969年五一三事

件後，政府頒布緊急狀態，修改憲法第153條，加入了所謂「固打制」，廣

泛地推行土著特權的必要性。第三次變化是從1986年至今，憲法第153條文

所包含的土著特權，開始漸漸被巫人領袖詮釋為是巫族和非巫族在國家獨

立的時候，各族達致的所謂「社會契約」，即當時非巫族同意巫族享有土

著特權，以作為換取非巫族公民權的「交易」，也是黃錦樹所謂的「主奴

結構」（黃錦樹　2004：120）。在「社會契約」之說的理論基礎下，巫族

領袖也公開提出「馬來主權論」；一些巫人政客也開始指控華人和印度人

是「外來移民」，並宣稱大馬是巫人的故土，他們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翁

和原鄉人。這些指控至今不時在政壇流傳。

這些土著特權的論述，日益彰顯大馬「原鄉人／移民」的二元對立，

也讓雙方長期都把本土化與原住民意識形態和原鄉迷思進行連鎖。這些可

以輕易道破但無法和解的對立，這些年來也被華巫各族的精英建構成一道

無形的邊界，橫跨在大馬的「馬來性」(Malayness)和中國性之間，成為華

巫族群彼此無法輕易敞開對話的一道絕境。這道邊界半個世紀以來日益強

化了巫人民族主義的「馬來性」和大馬華人文化民族主義為求自保的「中

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與《初戀紅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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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性」。當我們承認「馬來性」正是「繼承了英殖民者的殖民知識，依殖

民者擬定的認知和範疇來建築現代馬來民族（國族）的集體想象」（黃錦

樹 2012：62），大馬的「中國性」是否也是如此？

三、邊界想像、主奴結構與離散有其終時？

史書美指出是西方政權「將中國性普遍化成一個種族邊界的標記」，

這樣不僅合理化了他們的殖民統治，也能正當化目前在各民族國家境內將

華人移民當作少數族群管理的方針(Shih 2007: 24)。由於英殖民政府對華巫

族群長期採取「分而治之」的管理，作為多數族群的巫族馬來文教育得到

殖民政府的大量援助，並享有特權（林勇 2008：325）。華族卻一直被當作

少數族群進行管理；當局不但歧視華文教育和華人文化，也任憑華文教育

自生自滅，華文教育也長期成了華族在不同歷史時期界定「中國性」存亡

的堡壘。冷戰年代為了圍堵赤色中國的崛起，1948年當英殖民政府在全馬

頒布緊急法令以後，殖民者開始聯合巫人統治者和貴族階級推行國族政策，

開始逐步全盤干預華文教育的制度和方針。
5
那些拒絕被改制的華文小學和

華文中學，一律被殖民者和巫人貴族階級指控為「種族主義」和「共產主

義」的溫床。華校生一直捍衛的華文教育（在大馬簡稱「華教」）以及其多

年在馬來亞落地生根所展現的「中國性」，在當局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檢視

下，不過就是「種族主義」的表現。華教的響應策略即是把華語文提升為全

馬華人的共同母語，以聯合國把母語教育視之為人權的憲章依據，跟以巫族

為中心的大馬政權展開長期的鬥爭或協商。捍衛華語文的使用，也成為華教

長期堅守的底盤。這使得華語語系的疆界在大馬可以維持和經營至今，它的

位置處於土著特權之馬來保留地的邊界，卻也構成了它獨特的邊緣異景。

顏健富曾結合黃錦樹的小說和論述指出「『我族中心』(ethnocentrism)

出現在黃錦樹的書寫中，他大量簡化友族的面貌，使得族群之間更具拉鋸

5 關於華文教育的制度如何被全盤干預，詳見Lee (2008: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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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力的關係以『正邪兩立』的姿態出現，官方／政府／馬來人永遠被放

置在霸權的位置，藉由他們的張牙舞爪、磨刀霍霍印證華族的被迫害，因

此永遠成為被批判的對象」（顏健富　2001：1－49）。黃錦樹卻認為：

「那是結構性的現實，從憲法到整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制，也早

已—並且繼續的歷史化，所以我實在沒有本事像某些比我更年輕或年長

的同鄉那樣，去虛構種族大和解、三大民族和樂安康，攜手同建馬來西亞

大同世界；或直奔愛、和善、自由之類的普遍價值的天堂」（黃錦樹　

2001：362)。

黃錦樹曾把華巫關係比喻為「你的鞭笞，我的哀憐。一種施虐—

受虐的主奴結構」（黃錦樹  2004：120)。黃錦樹提出離散的創傷現代性

論述，始終停留在念茲在茲的「主奴結構」辯證上。他認為大馬「華人

在作為奴隸的國民歷史中，常常必須面對不斷重演的類似的迫害情境」

(i b i d.:  118)。其實「主奴結構」之說缺乏大馬脈絡下的「歷史化」線索，

反而其結構從反面強化了巫裔政客在1 9 8 0年代中葉提出的華巫「社會契

約」之說。正如瑪維斯．普都哲裡(Mavis C. Puthucheary)有關研究表明，

1986年巫統國會議員阿都拉阿末(Abdul lah Ahmad, 1937-2016)首次在大馬

脈絡下把西方政治哲學使用的「社會契約」一詞偷渡進來，作為解釋和合

理化「土著特權」在國家憲法的永久地位，並開始以「馬來主權論」捍

衛之(P u t h u c h e a r y 2008: 12-13)。「土著特權」不過是當年馬來亞在全球

冷戰年代氣候中獨立，在朝聯盟的巫統權貴和馬華公會與國大黨權貴內

部達致的「精英協議」(e l i te bargain)，憲法上沒有註明這是「社會契約」

(Puthucheary 2008: 15)。1963年大馬成立，這條「精英協議」在憲法上的重

新詮釋，也沒有重新公開交由大馬公民進行公共討論(ibid.: 15)。

黃錦樹的華巫「主奴結構」論，是在無意中把巫統政客建構的「社會

契約」說「再結構化」。換言之，他是從反面內化了巫統政客的「馬來主權

論」。這樣的一個華巫「主奴結構」必須被解構：我們必須認清這到底是國

家統治者牢牢操縱的「施虐／受虐」權力遊戲，它永遠雙方互相扮演「施

虐／受虐」的角色；只要國家機器持續「施虐」（壓迫），它就永遠需要一

批「受虐狂」。壓迫（施虐）產生了反抗（受虐），但正是受壓迫者（受虐

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與《初戀紅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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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過量的反抗熱情也承認了權力和壓迫機器的永久有效性。林建國很早即

一針見血道破其中要害：「這種愚民國策唯一的剩餘價值便是黑格爾的主奴

辯證，並以『經典缺席』的辯論在馬華文學界發酵⋯⋯我們困在主奴辯論裡

太久了，才不理解所有我們看似文學的『內在』問題（如『經典缺席』），

皆卡在資源（文化資本）分配和搶奪骨眼上」（林建國  2 0 0 0： 6 8 )。

黃錦樹認為：「馬來性是絕對的主導價值，其他族性不在國家綱領之

列⋯⋯除非是意識形態的妥協，否則馬華文學天生是處於流亡的(d i a s p o r a 

i n b o r n)」（黃錦樹　2004：115－122）。這是在把馬華的離散狀態進行

「自然化」，也等於是在無意中落入主流巫人政客的論述圈套，把這道區

隔華巫最鮮明的邊界也給「自然化」了。可是，需要先認清一切邊界的存

在和誕生並沒有任何「自然」的成分(Agnew 2008: 181)。因此大馬的土著

特權與國家文學、大馬「中國性」與「馬來性」的對立，當下一切批判如

要投向這道橫跨於「中國性」或「馬來性」之間的無形邊界，首先必須意

識到這道邊界想像的地理參照框架，毋容置疑肇端於西方的殖民主義。正

如國外學者指出殖民時期大多數的英國官員都比較喜歡巫人，十分敬重他

們的生活習俗，而不怎麼喜歡華人或印度人(Snodgrass 1980: 32)。主因在於

英人認為巫人不可能撼動英國資本主義在殖民地的階級利益，尤其是代表

巫族貴族利益的巫統是殖民地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二戰後成立的巫統不反

對殖民主義，因此不會挑戰英國人的利益(Kua 2007: 48)；可是華人長期在

殖民地受到壓迫，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的反帝國主義文化思潮下，尤其

可能會影響殖民地政府的經濟利益和統治基礎。

從馬來亞獨立憲法銘記的土著特權和馬來人的定義，到大馬的成立

重新詮釋的土著特權，英殖民者都始終站在巫族利益這一邊。當下大馬的

國家邊界、族群邊界、土著與非土著的邊界，都是在冷戰年代殖民者聯合

華巫印的權貴們內部訂下的「精英交易」，從來沒有得到大馬不分族群的

庶民的公共參與和討論。黃錦樹的華巫「主奴結構」論發展到對馬華本土

化論述的排斥，不過是在這條後冷戰意識形態的延長線上，重新設定具有

「精英／庶民」二元對立的「經典／非經典」、「文學／非文學」、「離

散／本土」和「離散／中國」的邊界，並在這些邊界的理論基礎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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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他以族群認同為中心的馬華離散研究模式，而沒有認真向其他的認同

維度，例如階級面向越界探索。莊華興近年指出黃錦樹作為離散華文作家

的書寫困境在於「把國家和族群的問題簡單的視為華巫對立，或巫制華的

二元對立關係⋯⋯黃錦樹小說中提到的華教問題、經典問題與國家文學問

題等，實際上都不是種族問題，是後殖民結構下衍生的跨族群階級問題，

以及第三世界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資源侵占」（莊華興 2011：485－502)。

在黃錦樹從早期至今的馬華論述裡，「限度」是他頻繁使用的字眼。

黃錦樹至今已對「中國性」和「本土意識」（或曰「本土化」或「本土

性」）設下重重「限度」了，為何他從未對念茲在茲的馬華離散論述也設

下「限度」？不設下限度，也意味著馬華的離散論述永遠不會過期，更意

味著他在詛咒大馬種族主義的政治生態是永恆的，整個政治生態將永遠繼

續往對華族不利的方向發展下去。這樣的論述完全是依仗馬華長年現實和

國家失敗的政治困境作為他的文學與理論籌碼，所有對馬華的想像已經不

被准許逾越這個現實政治的高牆或邊界。這是黃錦樹為馬華文學與文化的

想像斷然劃下了的「邊界」，誰稍微跨越這個高牆或邊界說話，誰就會遭

罵「愚蠢的」、或被影射為族群的背叛者—「愛國主義者」、「可惡的

國家意識型態機器的幫兇和打手」云云。
6
在黃錦樹意識內部「自我」與

「他者」設定的「邊界」中，「敵友之分」的二元邏輯就得到長期維持下

去的合法性。
7

黃錦樹的離散論述主張馬華文學是一種「無國籍文學」，看似主張

一個沒有邊界的無國籍狀態，其實作為離散論述對立面的國家認同（無論

6 這些罵人的用詞，見黃錦樹(2005) 。
7 異於黃錦樹的論述特徵，其他離散留台人的馬華離散論述還是比較多元和異質
的，例如李有成就提及離散論述也揭露「族群絕對主義」(ethnic absolutionism)的
修辭策略：「其目的在展現族群之間絕對的差異。這個現象一旦發揮到極致，就
會形成族群之間彼此區隔的準則」。參見李有成(2010: 19-20)。只要沒有黃錦樹
以下的兩個論述特徵，離散論述當然富有啟迪和具有「創造性的對話空間」(ibid.: 
12)。其一、沒有簡單把馬華的離散族裔和大馬巫族二元對立起來，更沒有把馬
華的離散族裔跟馬華主張本土化的作家、學者切隔開來；其二、沒有動輒把自身
與跟他有任何異議的大馬境內外作家、學者對立起來，以魯迅式的尖酸雜文在國
內外報刊長期對這些「異議者」進行「敵友之分」的攻擊和游擊式的精神凌虐。

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與《初戀紅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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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祖籍地中國，抑或早期家國大馬或後期居留地台灣）或階級認同（華文

左翼文學或現實主義文學）即是它的邊界。史書美(2017:163)卻認為「我

們必須要問文學有沒有國籍的問題，不是為了要把文學給予區域性的畫地

自限，而是為了更能確切地了解文學作品的在地性與跨域性之間的複雜關

係」。她指出一個作家不被定居且歸籍的國家認可，「代表著的不是文化

無國界的世界主義開闊視野，而是潛在的歧視和排斥」(ibid: 162)。史書美

認為離散有其終時，畢竟有它過期的一天，沒有誰可以說他三百年以後還

要繼續離散(Shih 2011: 714)。在她看來，華語語系是反離散的文化和政治

實踐，當移民安頓下來，開始本土化，許多人在他們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就

會選擇結束這種離散狀態(Shih 2010a: 45)。

大馬華人的情況比較複雜。雖然不少第二代或第三代華人已選擇結束

離散狀態，融合進本土社會，然而也有不少第三代華人選擇再移民。從大

馬獨立至今，有學者歸納華人再移民基本分為三個時期：第一，1 9 7 0年

代，因為1 9 6 9年五一三事件的種族衝突，政府推行扶持巫人的新經濟政

策，許多不滿此政策的華裔，選擇移民海外；第二，1980年代，大馬經濟

出現嚴重蕭條，許多華裔子弟移民到發達國家；第三，1990年代，大馬經

濟起飛，政府逐漸實行經濟與教育開放政策，華人移民的情況明顯緩和和

下降（唐曉麗　2012：37）。從1957年獨立至1991年，大馬華人人口的自

然增長是338萬人，不過在同時期，華人的淨遷率是110萬人，最嚴峻的情

況是在1980年代，增長的華人人口就有一半離開大馬(ibid.: 37)。

黃錦樹正是在這段時期離開大馬赴台深造，他的離散論述置於1 9 8 0

年代大馬華裔再移民的高峰期，這是有效的。然而1990年代以降，尤其是

19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大馬華裔再移民的數量已明顯下降(ibid.: 39)。

大馬政府也開始大力發展私立高等教育，在全球經濟競爭、多元文化論述

和中國經濟崛起的20世紀末語境下，大馬政府也調整了語言和教育政策，

不再堅持把馬來語視為教學的主要媒介語(Lee 2008: 15)。因此，獨尊離散

論述來詛咒大馬華人的困境是永恆的，這樣的論述是否也需要語隨境轉

進行調整和反思？正如莊華興指出，黃錦樹對大馬的原鄉記憶基本上在他

1987年來台之際已經定型，並沉澱為他的書寫資源，可是1990年代中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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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大馬在各領域皆發生巨大變動，例如1998年烈火莫熄社會與政治運動、

2001年五二八報殤、2008年三〇八政治大海嘯，急速的改變了大馬的政治

版圖，華人對政治參與的自覺性大為提升，並且敢於訴諸行動（莊華興　

2011：485－502）。近些年的兩屆大選，以巫統為首的國陣聯盟30多年以

來壟斷三分之二國會議席的現象，都被不分族群的選民集體否決。2018年

的大選甚至發生了全民海嘯，執政61年的國陣聯盟首次被在野的希望聯盟

推翻，這些由反對黨組成的希望聯盟成功上台執政。

即便如此，無可否認種族問題依舊是巫族政客不斷在炒作的報章議題，

種族主義至今依舊被利用為維持其政治地位以及合理化若干政策的最有效

工具之一(Edmund 1990: 11)。因而黃錦樹的「憂族書寫」在本土馬華文壇和

學界有了強大的繁殖土壤。他這一代人從大馬殺出的第三條路，以黃錦樹

自我總結的「業績」是：其一、建立了與中文世界最好的寫作者平起平坐

的基本文學高標；其二、建立了文學論述品質上的高標；其三、衡量未來

馬華文學論述水平的基本參考座標（黃錦樹 2007：135）。此總結直接把他

推向離散留台人居高臨下的位置，高處不勝寒，用他的說法是「在大馬，

對等的論敵一將難求」（黃錦樹  2007：136），至今馬華文學的本土論述

已被黃的離散論述所取代。乃至於大概沒有哪個地區的作家會比「馬華作

家」更加虛妄，族人斷斷續續討論超過一個世紀的本土化在步進21世紀後，

馬華學界文壇的青年才俊在談起馬華文學與文化的「本土化」時，反而要

唯唯喏喏、戰戰兢兢、難以啟齒、左顧右盼，生怕說出口要被黃錦樹揪出

來罵。馬華電影文化至今的「本土化」討論也是停滯於自我存疑的狀態。

四、《初戀紅豆冰》、土腔電影與土腔風格

即使《初戀紅豆冰》上映前後得到大馬媒體記者和作家肯定其「本土

化」特色，較後也獲得大馬電影局頒發「本地電影證書」，曾經留台的年

輕學者卻撰文質疑《初》和《大日子》(2010)的「本土化」。其理由是電

影場景都注重在遠離大城市的鄉鎮，試圖和都市以及現代化景觀保持一定

距離，大馬本土華人的「集體回憶」，多被強調為一幅又一幅的「文化風

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與《初戀紅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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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圖」，再現去現代化的美麗鄉鎮，以及一輪又一輪「博物館式」的文化

導覽。這些古舊和「非現代化」的景觀，這些表現方式導致電影創作者落

入對「本土性」的懷舊文化想像，無法對社會和文化做更深度的探討（關

志華　2011：51－72）。李有成已指出《大日子》再現的米昔拉(Beserah)

漁村也面臨人口學上所說的年齡老化、青壯人口外移的問題，這個問題除

隱含社會和經濟上的意義外，也有文化上的意義（李有成  2011：14）。不

能說馬華電影沒有鎖焦大城市，就認為沒有呈現現代化景觀。《大日子》

反而寫實地通過鄉鎮漸漸沒落的景觀，反襯出大城市景觀崛起的虛妄。華

人鄉鎮正是20世紀初英殖民地現代化的產物，乃是大馬上半世紀推動殖民

地原產品經濟蓬勃發展的現代化火車頭之一。它至今被國家發展邊緣化，

大馬鄉鎮的本土華人文化傳統和文化記憶面臨傳承的現代化危機。

同樣的本土鄉鎮問題也出現在《初》裡，不過是以詩意的寫意方式

再現。此片在北馬霹靂州的端洛(T r o n o h)小鎮取景。這是一座20世紀初華

人開荒發展礦業而崛起的小鎮，後來礦業停頓下來，小鎮的發展停留在

《初》所要定格的樸素場景。影片裡的小鎮一開始就是一幅夾雜著不少巫

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的市井全景，這明顯不是一座純粹由華族人口組成

的小鎮，但華人佔了小鎮人口的大多數。因此片中所有主角都是華人，其

他族群僅以職業身分出現在片中，例如口操巫語賣紅豆冰和經營理髮店的

印度人、口操淡米爾語的印度麵包機車司機和面目不清的巫人警察和巴士

司機，以及凌晨空中傳來回教堂巫人的頌經聲。導演更專注於在小鎮華人

的世界，非華族群大部分僅出現在男女主角遭遇不愉快的情節裡，這在意

識形態上看似跟黃錦樹的馬華離散小說，例如〈落雨的小鎮〉(1994)筆下的

小鎮世界對非華族群的處理有些相似，然而導演卻擅於通過電影的影像和

聲音，把非華族的元素，融合進電影的色彩和對白裡。

綠色和藍色都是此片的色彩母題，導演在諸多佈景中重複利用綠色濾

鏡或藍色濾鏡，強化草地、藍天、雨水、樹林、河水和鬥魚的藍色或綠色濃

度之間的融合。片中出現一批身穿綠褲藍衣的巫裔警察追捕華裔賭徒的場

景，但卻不轉達華巫對立的訊息（詳後）。在藍與綠之間，大馬巫人以熱帶

的土地之子自居，其審美觀比較會突出綠色，從馬來鄉村屋子到城市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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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顏色，一直到個人衣著配搭，綠色通常都是主色調；開齋節或喜慶裝

置，從食物，例如綠粽子和綠色的椰漿飯，到主人派發予客人的紀念品，例

如裝錢的綠包，一片綠意盎然，突出他們作為熱帶綠地主人的身分。導演

也把綠色作為主色調，帶進片中男女主角居住和工作的華人咖啡店裡。咖

啡店的外觀和內觀，從鐵閘、牆壁、門欄到窗欄，一律是綠色，象徵著大

馬華人跟巫人一樣，長期在這片土地定居，已經融合進這片熱帶綠地裡。

影片中幾組鏡頭的造景，都分別突出藍色或綠色作為主色調。相對而

言，藍色在片中多作為戶外場景的色彩，帶出男女主角渴望離散但卻跨不

出去的猶豫和抑鬱；綠色則大量穿插在內景和外景之間，襯托男女主角對

土地的依戀和不舍，以沖淡藍色的憂鬱。此片既透過綠色創造一連串與赤

道熱帶馬來風光相關的自然母題，也把小鎮被國家發展排除在外，年輕人

最終都要離開小鎮往外發展的命運，通過藍色表達小鎮的憂鬱。片中的小

鎮經常下雨，乍看之下這是黃錦樹小說筆下的大馬小鎮：「每一個小鎮都

下著雨，都散發出一股奇特的憂傷」（黃錦樹  1994：238），小鎮只剩下

華族老人和小孩，年輕人離開了很少再回來。全片看似也是浸泡在這種離

散的憂鬱氛圍裡，但因為導演不時在鏡頭中突出綠色的作用，從而召喚主

角對土地的認同。綠色和藍色在片裡分別隱喻著反離散和離散的張力，猶

如綠地與藍天的對望，呈現色彩之間相得益彰的互動和張力。

導演也選擇以土腔對白的喜劇類型，衝破這些介於反離散和離散的緊

張氛圍。女主角從童年到少年徘徊於小鎮和檳城之間的無所適從，帶出土腔

電影無家可歸的母題。最終女主角隨同母親遠赴新加坡發展，更帶出了「土

腔電影」慣常出現的尋找家園母題。「土腔」被界定為在區域上或社會裡

能辨識一個人從哪裡來的發音特質，因而所形成的聽覺效果，說話人著重

使用的某個詞匯或音節在言說流程中顯得突兀(Crystal 1991: 2)。不同的土腔

有不同的社會成因，這除了涉及發言者的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之間在發音

上的互相滲透，也通常包含其他同等的社會成因，例如社會和階級出身、

宗教背景、教育程度和政治分類(Asher 1994: 9)。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所

有土腔都具有平等的重要性，但是所有土腔在社會屬性和政治層面上，卻

往往沒有在價值上得到平等對待。人們不但傾向於從發言者的土腔，評估

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與《初戀紅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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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會地位，也從中評估其人格。依賴於土腔的評估，一些人在口音上很可

能被看成是土包子、下流的或醜陋的，而其他不同口音的人卻被看成具有教

育水準、上層階級和美麗的。這不幸導致土腔成為其中一種最能分辨身分認

同的強大標籤，甚至也包含個人差異和對其人格的評估(Naficy 2001: 23)。

人們傾向於從主流國營電視和廣播的新聞報導來學習官方口音(off ic ia l 

a c c e n t)，把官方口音視之為語音的唯一標準，而主流電影也遵循這些社會

生產的官方模式，把官方口音如法炮製到電影裡，形成「去土腔」的主流

口音。在這些主流電影的生產模式下，其他不遵循主流口音的電影都被蔑

視為帶有土腔。相對於主流電影這種被官方口音霸權同質化的生產模式，

來自伊朗目前任教於美國西北大學的哈密．納菲希(Hamid Naficy)提出「土

腔電影」之說，土腔電影一反主流口音霸權的同質化，此類電影的「土

腔風格」突出多元土腔、多元語言和多元口語(m u l t i v o c a l)  (N a f i c y 2001: 

2 2 - 2 4 )。土腔電影多半來自第三世界，通過集體手工式的電影生產模式

(artisanal production modes)被製造出來，這類土腔電影多半是在低成本的、

不完美的、業餘的製作模式中完成的（以下簡稱為「土腔模式」）。電影

工作者往往身兼製片人、導演、編劇、剪輯或攝影師等多重身分，並全程

投入電影的製作，從前期的籌資到後期的展映(i b i d.:  45-46)。阿牛導演的

《初戀紅豆冰》便依循土腔模式製作：阿牛向銀行抵押房子，籌措資金拍

攝影片，全片演員口操北馬華語方言的土腔，並摻雜馬來語和淡米爾語。

這並沒有阻止此片跨越國界，在中港台和新加坡上映。

納菲希認為土腔電影跨越各種邊界，進行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旅

程，它最重要是體現主角在追尋身分認同的過程中，如何操演其身分認

同，其中包括尋找家園的旅程、無家可歸的旅程以及回家的旅程 ( i b i d . : 

5-6)。土腔電影是在家國和居留地之間，跟兩地的國族電影和其觀眾群分

別展開對話(ibid.: 6)。納菲希把土腔風格的譜系追溯到20世紀中葉的第三電

影美學，這包括崛起於拉丁美洲的第三電影、貧窮美學和不完美電影等論

述。儘管土腔電影不如第三電影那樣具有政治爭議性，然而兩者都是帶有

反權威主義和反壓迫立場的政治電影。土腔電影不一定像第三電影那樣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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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帶有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和大眾色彩，它更多指向特定的

個體、族群、國族和身分認同的去疆界化，並由各種錯位的主體和離散社

群生產出來(ibid.: 30-31)。納菲希研究的「土腔電影」主要涵蓋後殖民和後

蘇聯時代，一批以流亡、移民、離散、難民、族裔或跨國之名的導演們，

在西方的社會形構、主流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夾縫中打造出的一種新跨國

電影、代表一種全球在地化(glocal)的土腔電影(Naficy 2012: 113)。在他看

來，這些流亡或離散導演主要來自1960年代以降從第三世界、後殖民國家

或南方國家移居到北方大都會中心的群體，他們在居留地和原生地都面臨

緊張和分歧的生存狀態(Naficy 2001: 10)。

土腔電影是否僅能在這些導演流亡／離散到西方後才被生產出來？

不少學者不以為然，蘇娜(S u n e r A s u m a n)就論證亞洲那些沒有流亡／離散

的導演也能在自己的家國生產土腔電影，例如香港王家衛的《春光乍洩》

(1997)、土耳其努里比格錫蘭(Nuri Bilge Ceylan)的《遠方》(Distant , 2002)

和伊朗巴緬(Bahman Ghobadi)的《酒醉之馬的時間》(A Time for Drunken 

Horses , 2000)都具備土腔電影的特色(Suner 2006: 363-379)。她指出土腔電

影不必局限在流亡／離散的情境，即使當代移民運動的確有一股從第三世

界和後殖民社會移居到西方的趨勢，但這不能一概而論，它無法從整體上

全盤解釋各種錯置和流亡／離散經驗的不同模式(i b i d.:  377-378)。其實納

菲希也承認那些沒有流亡／離散的導演也能在自己家國生產土腔電影的事

實，例如他就以香港導演許鞍華的《客途秋恨》(1990)作為土腔電影的分

析文本  (Naficy 2001: 233-237)。他提醒不是所有土腔電影都是流亡或離散

的，但所有流亡或離散電影必定是土腔電影(ibid.: 23)。這意味流亡或離散

特色不是土腔電影的必然風格。在納菲希筆下，土腔電影是一個界定很寬

鬆的名詞，所有的另類電影(alternative f i lm)在他看來都是土腔電影，都攜

帶各自特定和足於被區分的土腔(ibid.: 23)。土腔電影延續了納菲希在1990

年代提出的「跨國獨立電影」(independent transnational cinema)概念，以描

述那些「跨越過去被地理、國家、文化、電影和元電影界限界定」的電影

類型(Naf icy 1996: 119)。土腔電影是在跨國獨立電影的概念基礎上增添跨

越語言的新元素。這些土腔電影跟主流電影(dominant cinema)最大的差別在

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與《初戀紅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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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它們的土腔特色，而沒有土腔的主流電影則代表普世性、中性(neutral)和

不體現任何價值觀(Naficy 2012: 113)。

蘇娜認為土腔電影論述需要把國家電影納入範疇中，從而揭示國家電

影和流亡／離散電影之間的相互糾葛 (Suner 2006: 363)，本文即是要從《初

戀紅豆冰》的個案來探討馬來西亞的國家電影和離散華語電影之間的糾葛

關係。《初戀紅豆冰》是破天荒首部被大馬政府承認為大馬國產電影（或

國家電影或國族電影）的華語電影。本來此片和2011年之前的所有馬華電

影一樣，由於對白沒有60%以上的馬來語，不被大馬國家電影發展機構承認

為大馬國產電影，因此此片像其他外國電影一樣，須在大馬繳交20%的娛樂

稅。後來阿牛在台灣綜藝節目「S S小燕之夜」向張小燕訴苦，並呼籲大馬

政府應修改有關對大馬國產電影的條令。
8
跟著大馬華社朝野通過各種政治

管道，把阿牛的呼籲帶進國會和內閣辯論，最終相關政治風波平息，大馬

國家電影發展機構檢討有關條令，決定只要相關電影超過50%是在大馬攝

製、電影公司股份的50%持有人是大馬人，即可被視為國家電影；同時無論

電影對白以什麼語言為主，只要附上馬來文字幕，一律被歸納為大馬國產

電影，不需要繳交娛樂稅。
9
這個重要的改變，不但為2011年至今的馬華電

影工業帶來蓬勃的生機，也意味著馬華電影跟馬來語電影一樣，同樣是大

馬國家電影的組成部分。這是馬華電影邁向本土化的里程碑。《初戀紅豆

冰》導演阿牛往返於大馬和中華文化圈，他既紮根大馬本土，亦跨界到台

灣和其他華人世界，借助離散和反離散之間的間距(écart)向大馬政府抗議，

從而得到承認。這整個事件即是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旅程，體現馬華電

影流動的本土性。所以，這部土腔電影既是馬來西亞國家電影的一環，也

是全球華語電影的組成部分。

導演通過這座北馬華人小鎮「南洋咖啡店」經營的無以為繼，把幾個

年輕人從童年到少年的初戀記憶、三代小鎮華人的生存狀態以及北馬樸素

民風的地方形式，進行銀幕上的寫生。導演以形式主義的手法，把銀幕當

8 見綜藝節目「SS小燕之夜」（張小燕、阿牛　2010）
9 以上資料分別出自兩篇新聞報導（佚名　2011a）和（佚名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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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畫框來描繪，鏡頭與鏡頭之間串聯著導演對北馬小鎮美麗的視覺記憶。

出身咖啡店的男主角擅於繪畫，然而埋沒才華，只能在小鎮裡從旁協助父

親泡咖啡，暗地裡卻為她暗戀的女主角進行一張張的素描。電影內部男主

角對女主角進行的素描形式本身，跟導演以攝影機從外部對小鎮風情畫進

行的銀幕寫生，構成此片構圖形式內外的呼應。形式是我們感受藝術文本

內在諸元素關係的特殊系統，主導電影美學形式的主題是物質形式的具體

化(Bordwell and Thompson 2008: 71）。食物是此片人物之間互相表達各自

慾望的物質形式。《初》很形象化地通過小鎮食物，例如紅豆冰、南洋咖

啡和炒粿條，把三代小鎮華人的地方物質形式進行具體化，也透過大馬華

語語系的土腔口音，以發噱的對白和本土創作的情歌，串連各種比較抽象

的感性認同，本文稱之為地方感性認同。

第一代小鎮華人以那位終日呆坐在咖啡店喝咖啡的客家人阿伯為代表，

經常以客家話自言，等中了福利彩票，要把滯留在中國的老婆接到南洋來，

卻至死未能達成夙願。阿伯代表早期馬華一代的無能為力，只能寄望於購買

一張張具體化的福利彩票，作為一生命運的寄託。第二代小鎮華人是年輕人

的父母和咖啡店顧客們，主要以吃粿條、買賣福利彩票和以北馬華語方言土

腔閒話是非，作為他們日常交往的動力；第三代小鎮華人則是這批以Botak

（阿牛飾演）和打架魚（李心潔飾演）為代表的年輕人，口操帶有北馬華

語的土腔，在五一三事件後的1970年代出生，童年一起在吃紅豆冰和鬥打

架魚的聚集點長大，互相暗戀彼此，卻又經常羞於啟口，而產生各種誤會。

熱帶地區鮮豔兇猛的野生鬥魚，把年輕一代華人各種翻湧的慾望和理想進

行具體化的轉喻。最後這批第三代華人為了理想和發展，全都離開小鎮。

最後男女主角在吉隆坡擦身而過。男主角最銘刻在心是從童年到少

年，跟女主角在最炎熱的下午一起吃紅豆冰的舌頭記憶—又冷又甜，

冷到舌頭都痛了，還來不及感受那滋味，紅豆冰卻融化了，那是初戀的

滋味，介於具體和抽象之間的不落言筌。紅豆冰是大馬各族愛吃的本土化

甜食，它成為具體化這場初戀記憶的紀念食物，也是此片不斷重覆的母題

(moti f)，前後串結著男女主角對小鎮的最後記憶。一開始是女主角小時候

父母在檳城離異，母親攜帶她投靠小鎮姐姐和姐夫合開的咖啡店。由於

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與《初戀紅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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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父親，女主角在小鎮備受歧視，維持她對父親的記憶是小鎮裡印度人

賣的紅豆冰，女主角經常主動請男主角吃紅豆冰，因為過去父親看她不開

心，就會帶她吃紅豆冰。

男女主角一起在小鎮長大成人，男主角對她暗生情愫，但不擅於表

達，又苦於面對其他同伴的競爭。片末男主角聽說女主角跟母親要離開

小鎮，遠赴新加坡。他從抽屜拿取寫好多時的情信，在街頭印度人檔口

那裡買了一包紅豆冰，然後快速騎著自行車，急著要把手中的紅豆冰送到

車站。此時此刻呆坐在車站的女主角和母親默默不語，若有所失地在等

待一些什麼。這一組平行蒙太奇，平行對照兩組人物在同樣時間，不同空

間的靜態和動態。一路上男主角被擦身而過的印度人駕駛的麵包機車撞到

流血，最後趕到車站又被巫人正要開駛的長途巴士撞倒，這一切導致男主

角最後只記得把手中的紅豆冰送給車上的女主角，卻忘記把褲袋裡的情信

遞交給她。這是他倆最後一次見面，這也意味他最後一次向女主角直接示

愛的機會也失去了。女主角最後坐在車上吸食著已經融化成一包水的紅豆

冰，無言不斷閃回(flashback)過去和男主角在一起的記憶。

此片各角色之間都以北馬華語的土腔，表達對小鎮的地方感性認同，

構成此片的多元聲音。北馬華語的詞語、腔調和語法，融合各種華語方

言、馬來語和英語，形成混語現象。此片頻密體現華語方言與馬來語的融

合，片頭就出現男主角以畫外音的自我介紹「Botak！Botak！Kopi一杯來，

我是賣咖啡的兒子。」「B o t a k」乃馬來語「光頭」之意，乃片中男主角

的外號。「K o p i」也來自馬來語「咖啡」之意，不過男主角故意以閩南語

（福建話）發音。男主角父親也把咖啡烏唸成「Kopi O」（「O」即閩南語

的「烏黑」）這都是再現大馬福建人在現實中的日常發音。大馬最大的華

人方言群一直以來都是福建族群。與其他語言和方言種類比較，大馬的福

建話最常摻雜馬來語，這個傾向一連三代不變（洪慧芬 2007：74）。這些

語言融合現象是雙向互動的。馬來語也大量吸收華語方言詞彙，2002年的

調查發現，三本權威馬來詞典，借自華語方言的詞彙有224個，其中源自福

建話的詞彙最多，佔了75%（洪慧芬 20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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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華語的腔調也和其他地區的華語有別。例如由於受到閩南語的長

期影響，在大馬，尤其北馬華人習慣把普通話表示實際發生的動作或變化

的助詞「了」（le，陰平），讀作「l iao」（上聲）。此類聲調在《初》裡

屢見不鮮：「等下你就會哭了」和「我都敢告訴她了」。兩位演員都分別

把前後句的助詞「了」唸成「l iao」。在福建話裡，表示完成或完畢都可以

用「l iao」，本來在普通話裡做句末語氣助詞的「了」，也在福建話裡讀成

「liao」（黃立詩 2013：100）。由於大馬國營媒體長期允許各種華人方言的

節目和影視公開播放，其中也大量放映來自台灣的閩南語連續劇，因此大馬

華語的腔調受到閩南聲調的影響，也構成大馬華語語系電影獨特的土腔風格。

雖然語言系統裡比較穩定的部分是語法，然而片中「K o p i一杯來」的

用法，也跟普通話的說法「請給我一杯咖啡」有所差異。類似這些把核心

詞提前以省略稱謂的句型，主要是被馬來語或英語主謂結構的倒敘手法影

響。片中的華語也大量摻雜英語和粵語詞彙，例如男主角的妹妹說「我看

到你們的眼睛有電shock來shock去」。此短語就融合粵語詞彙「有電」和英

語詞彙「shock」。這些語碼混用不能被簡單理解為北馬華語詞彙缺乏，導

致需要大量借用方言和外語詞彙，無法使用完整的主體語言進行表達，而

是言者要更傳神表達北馬年輕人對初戀的情感維度和熱烈想像，已經逾越

現有比較含蓄的中文詞彙所能提供的情感程度。再說，上述的混語現象，

也真實再現大馬華語大量摻雜英語和粵語的語言馬賽克現象。根據實地調

查報告，由於受到全球化的英美和香港流行文化影響，口操大馬華語的三

代華人，其中子輩和孫輩，摻雜最多的語言是英語和粵語，以英語比例最

高，粵語次之（洪慧芬 2007：73）。

兩首重覆在敘鏡再現的馬華本土創作的華語情歌《純文藝戀愛》和

《午夜香吻》，也有效串聯起馬華本土化的地方感性認同。1 9 8 0年代大

馬的民間華裔音樂人組織「激盪工作坊」，大力推廣本土歌曲創作，由馬

華北馬小說家兼詩人陳紹安創作詞曲的《純文藝戀愛》是當時專輯的主打

歌。導演在電影花絮自稱是這首歌讓他想拍這部電影，因為他是在北馬聽

這首歌長大的，也因而特地邀請陳紹安在片中客串賭徒一角。「激盪工作

坊」成員周金亮等人在1990年代發起「海螺新韻獎」歌曲創作大賽，  阿牛

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與《初戀紅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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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賽中脫穎而出，漸漸從大馬歌壇走向全球華語歌壇。

根據影像視聽學對聆聽模式的研究，「因果聆聽」(causal listening)指涉

由聆聽一種聲音從而收集有關此聲音的原因（或來源）所組成的聆聽模式

(Chion 1994: 25)。片中多以「因果聆聽」的模式，安排《純文藝戀愛》直

接從收音機播出。童年從檳城跟隨母親來到小鎮投靠親戚的女主角，長大後

跟母親發生口角之後，就會播放錄音唱帶的此歌解悶。歌詞裡重覆的一句

「你輕輕柔柔的細述著檳城下的雨」，召喚著女主角對檳城的地方性記憶

和其對父親的思念。《純文藝戀愛》是關於檳城和初戀的抒情歌曲。無獨

有偶，《午夜香吻》的詞曲創作者上官流雲二戰期間也是在檳城寫下此歌，

獻給他檳城的初戀情人（上官流雲  1996：85－87）。這首家喻戶曉的時代

曲，除了被片中由品冠飾演的白馬王子彈著吉他自彈自唱，片末第一代小鎮

華人客家阿伯去世，出殯的葬禮隊伍竟然播放此情歌旋律。一群坐在咖啡

店的顧客包括白馬王子從內往外望出去，一位咖啡店顧客說：「他真的是

可以回去中國找他老婆了」暗喻所謂「中國」在這脈絡下形同「陰間」，

「中國」在片中三代華人的現實中不過形同「海外」。這也意味著《午

夜香吻》從初戀情歌演變成送喪曲，終結了第一代小鎮華人的「中國化」

(sinicization)想像；而《純文藝戀愛》卻開啟了第三代小鎮華人「本土化」

的地方想像。阿牛通過再現和比較這兩首本土華語歌曲的音樂風格和消費對

象的轉變，帶出了大馬華人的身分認同從二戰期間至大馬獨立後的演變。

此片重新喚起這兩首本土華語歌曲在大馬歷史脈絡的生產和傳播記

憶，有異於蔡明亮電影裡對來自上海和港臺時代曲的挪用和偏愛。
10
後者在

片中更著重於抽掉這些時代曲在過去馬來亞和沙撈越脈絡的消費和傳播記

憶，然而前者不但企圖通過影像和聲音留住這些在地消費和傳播記憶，也

把本土再現為生產這些華語歌曲的據點之一。

此片大量通過由內往外看或由外往內看的運鏡處理，包括上述咖啡

店顧客往外看的鏡頭，把拍攝對象框在欄杆型的內部封閉空間，例如窗欄

10 有關蔡明亮和馬華作家李天葆如何偏愛在創作中挪用上海和港臺時代曲的分
析，見(Groppe 2013: 17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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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呈現小鎮室內的封閉狀態如同監牢的同時，也暗喻著窗欄外的世界更

有生機。這也意味著第三代小鎮華人必須跨出邊界走出去。片末這些人都

在大都市裡落腳，這也說明此片未必如評者所言簡單地把「本土」建立在

城鄉對立上（關志華  2011：51），而是把第三代華人的本土想像從小鎮

延伸到城市。那首把他們從鄉鎮帶到城市的歌曲就是《純文藝戀愛》。愛

聽此歌的片中女主角從小的理想就是要「找到我爸，去一個很遠很遠很遠

的地方」，當她長大後離家出走赴檳城海上木屋住宅區「姓周橋」尋訪父

親，卻發現父親另結新歡，並有了小孩，依然是母親口中那個打罵妻子，

不務正業，經常被一批巫警追逐的賭徒。女主角目擊此刻此景，她沒跟父

親道別，轉頭就溜掉了。父親回過頭來發現女主角不見了，僅說了一句

「走了就算了」，沒有任何挽留的動作。女主角站在檳城海邊發呆，然後

哭著致電回家向曾跟她不斷發生口角的母親道歉，這是她和母親和解的開

始。片末母親為了女主角的學業，陪她赴新加坡居住和工作。這確實是一

個離散的故事，但導演沒有把離散的起因歸咎於華巫關係的對立，即使片

中出現一批巫警。

導演反而往華族家庭內部的父權文化本身進行反思。片中導致這些第

三代小鎮華人離散他方的是父親。咖啡店老板的大兒子R a d i o是個天生的

跛子，Radio協助父親泡咖啡兼經營咖啡店。父親總怪責兩個兒子包括男主

角不會泡咖啡，生氣起來就挑戰兒子有本事就離開小鎮。Radio卻怪責是父

親把他生成天生一個跛子。Radio喝醉了跟女主角痛訴：「有這樣子的爸爸

咩？叫我走啊⋯⋯有一天，我一定會走給你看！」片末Radio離開小鎮，在

城市開了咖啡店。男主角通過畫外音旁述：「後來我們都離開了小鎮。」

此句話道破了這部電影的離散主題，大馬小鎮成為這些第三代華人「根」

的記憶，而城市成為「路」的延伸，並通往世界。

導演阿牛成功把離散在大馬海外的大馬華裔明星例如李心潔、巫啟

賢、曹格、梁靜茹、品冠、張棟樑、戴佩妮等人串連在片中演出。其中阿

牛、品冠、梁靜茹和戴佩妮等人即是早期從大馬本土「海螺新韻獎」歌曲

創作大賽脫穎而出，步入歌壇。大馬本土成為這些藝人「根」的記憶，

「海外」不過是路的延伸。他們都像阿牛一樣，不但維持著對大馬的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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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也願意為馬華電影的本土化盡一份力量，因此願意在百忙中答應阿

牛回來，在片中擔當主角或客串。換言之，此片內部敘說著大馬小鎮華人

離散的故事，片外卻是一部有關於大馬離散藝人「回家」的故事，體現馬

華流動的本土性，也呼應著土腔電影的回家旅程的母題，因此片裡片外的

離散主題也因而有了不斷需要重新測量的邊界。

五、離散的去疆界化

《初戀紅豆冰》借助馬華的土腔和本土音樂創作，建構大馬的地方感

性認同，讓流動的本土性也能轉化成影像中的土腔口音，隨時可以攜帶出

境和入境。《初戀紅豆冰》演繹了馬華流動的本土性如何成為可能，體現

了馬華的離散論述不盡然是反本土化的書寫，離散不是非得要跟本土劃清

界限，反而可以流動於原生地和居留地之間進行參與，在原生地／故鄉跟

居留地一樣可以充滿活力。科恩提出「離散的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 ized 

diaspora)，以包含非常態的離散經驗，尤其是那些新形式的流動、錯置和新

型身分認同和主體的建構(Cohen 2008: 124)。離散的去疆界化把集體身分認

同和原生地／故鄉看成是不固定的、有活力的和經常與文化互動產生變動

的(ibid.: 123)。在他看來，當代那些研究「混雜」、「文化」和「後殖民」

的表述也都和去疆界化的概念有關，都可視為離散的去疆界化(ibid.: 18)。

《初戀紅豆冰》體現了馬華流動的本土性，這是離散的去疆界化在馬

來西亞的個案，片中的女主角最終雖然跟男主角在吉隆坡擦身而過，但她顯

然經常往返於原生地馬來西亞和居留地新加坡之間，何者才是她的最終歸

宿，電影提供開放式的答案，這也意味著對新生代如女主角而言，原生地

和居留地都可能是不固定的，這是離散的去疆界化現象。離散可以成為一

種網絡，筆者同意李有成的看法：「離散的經驗繁複多樣，不論從歷時或

共時的角度來看，都無法強加統攝與劃一」，這才能成就離散作為一個「創

造性的對話空間」（李有成  2010：12）。黃錦樹的離散論述傾向於反本土

化，這是他為馬華文學與文化進行「疆界化」的畫地自限。從離散的去疆界

化來看，馬華文學與文化作為弱勢文學與文化，其離散論述和本土論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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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共存共榮或異中求同，馬華離散論述不須把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反本

土化」的二元對立位置上，這對本已有限的馬華資源產生不必要的內在消

耗。離散華人在游俊豪看來是作為描述「那些在居留地可能無法跟祖籍地

維持紐帶的的弱勢族群。」(Yow 2013: 3)只要排華現象依舊斷續在世界各地

發生，此詞依然具有生命力去詮釋這些在世界各地被邊緣化的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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